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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东南亚国家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
历程、挑战及实践路径研究

戴瑛，王睿敏，杨浩羚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连 116000）

摘要：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以历史纽带、地理区位毗邻和资源互补为基

础，历经以学术交流为主的初期探索阶段，以项目实践为主的稳步发展阶段，再到多元主体参与

的深化阶段，逐步构建区域合作框架。研究发现，合作形式和领域局限、规则体系模糊及治理体

系差异是制约合作深化的主要因素。为应对多重挑战，文章提出 4 条路径：拓展合作领域至深海

采矿、海洋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构建跨界协调机构以弥合治理差异；建立多元化融资机制保

障资源投入；强化海上公共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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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nsboundary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based 

on historical ties，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complementary resources，has evolved from an initial stage dominated 

by academic exchanges, through a steadily developing stage centered on project-based practices, to a deepening stage 

characterized by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gradually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a reg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ain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epening of cooperation are  limitations in the forms and fields of 

cooperation，the ambiguity in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and the differences in governance systems．To address these 

multiple challenges，four paths are proposed：expanding cooperation areas into emerging fields such as deep-sea mining 

收稿日期：2025-07-19；修订日期：2026-0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法律路径研究”（21BGJ023）；辽宁省教育厅基本科研项目基金“东北

亚区域视角下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研究”（LJKMR20221530）；2024 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重点学科方向团队建设基金“东北

亚学科专业群项目”（2502100100）．

作者简介：戴瑛，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国别学、国际法和海洋事务

通信作者：王睿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商事规则与实务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6 年36

0 引言

海洋空间规划是一项公共管理行为，旨在系统

分析并合理配置海洋区域内人类活动的空间与时

间，通过整合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实现生态保

护、经济发展等综合目标［1］。海洋空间规划不只是

一个国家海域管理的技术工具，更因海洋天然的跨

界特征（水体连通、生态关联、资源流动）及治理

协同需求，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载体。基于上

述跨界治理需求，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积极开展跨界

海洋空间规划合作，助推实现互利共赢。其一，我

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能够

为双方海洋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协调框架。当前，我

国正加快海洋科技创新、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2］，而东南亚各

国在海洋空间规划与资源开发治理能力方面存在差

异。新加坡等国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规划与治理体

系，印度尼西亚也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海洋空间管理

制度，而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的相关规划

与开发治理能力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我国与东南

亚国家在资源禀赋、技术能力与发展需求方面具有

互补性，双方可通过加强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协调，

减少无序开发与恶性竞争，促进海洋资源的高效配

置与可持续利用，进而推动区域海洋经济协同发

展。其二，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跨界海洋空间规

划合作，有助于推动构建更加科学公正的全球海洋

治理体系。当前，全球海洋治理仍受“主导者—被

动参与者”的二元对立格局制约，发达国家长期掌

控海洋议程设计与规则制定权，包括东南亚国家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动力不足、权益难以保障，导

致共享海域的资源开发与冲突管控陷入僵局［3］。而

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平等协商、多

元共治，它并非由单一国家主导，而是国家间基于

共同利益，共同参与规则构建、空间划分与治理实

施，这种区域层面的协同治理实践，既能打破少数

国家主导的治理惯性，又能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平

等参与、互利共赢的区域范本，进而推动构建更科

学公正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其三，我国与东南亚

国家开展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是实现海洋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跨界海洋空间规划通过整合区

域内海洋活动，既能避免跨界开发冲突、最大化发

挥海洋资源的协同效益，又能通过生态优先的规划

原则，确保海洋经济活动不突破生态承载力底线，

最终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区域协同的多重

目标，为海洋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撑。

基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与东南亚国家跨

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历程，剖析合作面临的现实挑

战，进而探索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以期为深化区

域海洋协同治理、推动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理

论参考与实践支撑。

1  从对话到实践：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海洋

空间规划合作的历程

1.1 初期探索阶段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海

洋领域的合作逐步展开，其形式主要体现为学术论

坛、研讨会及政策对话，内容涵盖海洋环境保护、

渔业资源管理及海岸带综合管理等广义议题。需要

明确的是，这一时期的合作虽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

础，但多数尚未聚焦于现代意义上的“跨界海洋空

间规划”这一特定理念，真正的跨界海洋空间规划

合作理念，是伴随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发展与演进

逐步被引入区域议程的。

一系列关键的国际政策动向与理念创新，为

此后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

思想源头。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 

《21 世纪议程》，在全球层面明确提出海洋和海岸

带实施综合管理，为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思想奠定

and marine renewable energy，establishing transboundary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s to bridge governance differences，

setting up diversified financing mechanisms to ensure resource input，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ply of marine public goods．

Keywords：Marine spatial planning；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outheast Asia



戴瑛，等：我国与东南亚国家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历程、挑战及实践路径研究 37第 6 期

了基础。2002 年，欧盟《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

在欧洲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建议》的出台，则

正式将空间规划方法纳入海洋资源管理体系，明确

了其作为治理工具的战略价值［4］。特别是 2006— 

200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UNESCO）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IOC-

UNESCO 于 2006 年主办了第一届海洋空间规划国

际研讨会，并于 2007 年发布了关于海洋变革愿景

的总结报告，这一系列行动系统地在全球范围内推

广了海洋空间规划的理念、步骤与最佳实践，并突

出强调了协调与合作对于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重要

性，标志着海洋空间规划从学术概念向全球性政策

工具的转变。

伴随海洋空间规划理念的逐步传播，我国与东

南亚国家的相关学术与专业机构开始通过双边或多

边研讨会，持续跟进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相关的前沿

动态，这些交流活动增进了双方对以生态系统为基

础、通过空间手段平衡多种用海需求这一新管理

范式的理解。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便开始

探索以海洋功能区划为核心的海洋空间管理体系。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正

式实施等举措［5］，标志着我国本土化海洋空间管理

实践同步展开。

从区域地缘政治层面来看，我国与东南亚各国

双边关系持续稳步发展，为后续开展更深入的跨界

海洋空间规划合作创造了必要条件。20 世纪 90 年代 

至 21 世纪初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实现全面正常

化、搭建常态化对话框架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

我国先后完成与东南亚国家最后 3 个建交国的外交

对接，分别为新加坡（1990 年）、文莱（1991 年） 

和东帝汶（2002 年）［6］。这一系列外交成就奠定的

政治互信基础与制度化对话渠道，为未来在共享海

域探讨需要高度政治协调的合作机制，营造了初步

但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环境。

综上所述，在初期探索阶段，我国与东南亚国

家在海洋领域的互动，以及国际海洋治理理念的革

新，共同为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准备了条件。这

一时期的特征表现为：在全球层面，跨界海洋空间

规划的理念被 IOC-UNESCO 等权威机构正式提出

并推广；在区域层面，相关的学术交流开启了理念

启蒙；在双边关系层面，政治互信的积累为未来应

对跨界规划中的敏感议题提供了可能。因此，本阶

段可视为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所需的国际理念导

入、区域认知储备与基础政治条件构建的萌芽期。

1.2 稳步发展阶段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驱动下，海洋治

理体系持续演进，海洋空间规划逐渐从单一国家管

理转向强调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区域合作模式［7］。

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基于地理相邻、生态系统连通及

资源互补等内在需求，早在 21 世纪初便已在海洋

综合管理、保护区网络建设等领域开展了实质性合

作，积累了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初步经验［8］。

2014 年，欧盟发布的《海洋空间规划指令》系统性

地阐述了跨界规划合作的程序与机制，成为该领域

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国际事件，为全球范围内的

相关实践提供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参照。在国际趋势

与区域合作需求共同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和东南亚

国家共同开展的海洋空间规划合作项目也进入了更

为系统化的阶段。例如，中泰相关机构于 2016 年

启动的泰国兰岛海洋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是在充分

考虑该地区海洋生态保护以及渔业资源开发等因素

的基础上，制定的合理的海洋空间布局方案。

随着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海洋领域合作的不断

深入，我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已提升为面向和平与

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阶段，常态化的政府

间对话机制通过我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各种海洋

专题会议建立，为各方讨论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合

作方向以及相关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与

此同时，气候变化与技术革新正推动跨界海洋空间

规划向极地与公海等区域延伸，表明海洋空间规划

向全域化、系统性方向演进，我国也积极响应《落

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

宣言的行动计划》等区域合作倡议，为我国和东南

亚国家的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提供了区域合作

框架。此外，我国还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共享有关跨

界海洋空间规划的技术，例如，地理信息系统在海

洋空间规划中的应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方法等，具体实践包括在柬埔寨海洋空间规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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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开发并移交了“柬埔寨海洋

空间规划信息系统”，该系统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

统技术，助力柬方实现海洋资源管理与规划决策的

信息化与可视化［9］；同时，与柬埔寨合作成立的中

国—柬埔寨海洋空间规划联合实验室，也成为推广

我国海洋空间规划技术与标准、开展联合研究的重

要平台。在此阶段，我国和东南亚国家关于海洋合

作的不断深化以及在海洋空间规划项目中取得的成

果为后续双方深化跨界合作提供了重要经验。

1.3 深化拓展阶段

201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

员会（IOC-UNESCO）与欧盟委员会海事和渔业

总司共同发起了一项新的联合倡议—全球海洋空

间规划（Global MSP）。该倡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于 2017 年举办的第二届 MSP 国际研讨会的成果

体现，旨在促进跨界海洋空间规划落地实施，支撑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针对海洋空间规划提出

的明确目标，即至 2030 年，使纳入海洋空间规划

的国家管辖海域面积达到全球国家管辖海域总面积

的约 1/3。通过这一目标推动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

作，能够有效缓解海洋空间利用冲突并规避相关风

险，促进人类海上活动的可持续发展［10］。在此阶

段，我国和东南亚国家在海洋空间规划方面的合作

不断深入，合作主体也更加多元化，合作层级从政

府间的对话拓展到企业与民间非政府组织，我国与

越南的民间海洋环保合作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从海

洋空间规划角度来看，北部湾海域拥有丰富的海洋

生物资源以及矿产资源，对这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

生态系统保护是海洋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针对当

前北部湾渔业资源面临的过度捕捞问题，中越环保

机构与企业联合启动了海洋生态保护合作计划，包

括海洋垃圾清理行动和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宣传教

育项目等［11］。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区域合作平台的形式与内

涵正借助数字技术持续拓展与深化。这一趋势在蓝

色经济合作中尤为明显，其具体项目也为探索实

质性的跨界海洋空间协调提供了实践场景。以我

国和马来西亚共同建设中马钦州—关丹产业园区及

关联港口的合作为例，其合作深度已超越传统的陆

港联动。在规划初期，双方针对产业发展可能影响

的共享或邻近海域，就生态环境、渔业资源等关键

要素开展了联合评估与数据交换，这种基于共同空

间数据的跨国前期协调，通过协同评估为海洋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寻求平衡，不仅体现了数字化协同

管理的能力，也为未来在更广海域开展系统化的跨

界海洋空间规划积累了重要的技术方法与双边互信 

基础。

如今，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角色已经转变。它

不再仅仅被视为单一国家的政策工具，而是成为推

动各国协同合作、共同治理海洋的关键方式。从初

期探索，到稳步发展，再到深化拓展，可以总结出

我国和东南亚国家在海洋空间规划的合作演进有如

下特点：第一，合作关系从松散到紧密。我国和东

南亚国家从最初的对话关系，发展到现在的战略伙

伴关系。第二，合作范围从局部到整体。随着合作

的不断深入，我国和东南亚国家在跨界海洋空间规

划的合作中越来越注重区域海洋空间规划的整体性

和协调性。第三，合作主体和平台从传统到创新。

合作方式从政府主导逐渐向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

织共同参与转变，同时，合作平台也在数字技术的

带动下不断创新。

2  从文化交融到资源互补：我国与东南亚

国家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基础

2.1  历史、文化纽带为跨界海洋规划合作奠定政治

互信基础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关键节点。自三国至唐宋时期，我国与该区域的海

上往来长期以贸易为主导形式；步入近代，受国际

形势不断变化的影响，东南亚各国逐步调整对华政

策［12］。1996 年，我国与东盟正式建立全面对话伙

伴关系；1997 年，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为睦邻互

信伙伴框架，双边关系的持续深化，为我国与东南

亚国家在海洋领域开展新型合作模式提供了重要契

机。2002 年 11 月，我国同东盟十国在柬埔寨金边

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不仅标志

着多边协商机制在解决区域海洋争端方面实现了实

践层面的突破，而且为南海海域的长期稳定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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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基础。当前，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 

进程的加速，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化。

我国提出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导构建

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得到东南亚国家的积极响应，

各方深化合作，协同推进跨界海洋空间规划落地 

实践。

综上，我国和东南亚国家悠久的贸易往来和文

化交流史，使得双方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形成

了高度默契与相互依存关系，这既为跨界海洋空间

规划合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双方在长期协同处理海

洋事务中培育了互信。

2.2 资源优势为跨界海洋规划合作奠定经济基础

坚实的经济基础是推动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支撑。我国与东南亚国家

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呈现出显著互补性。

这种资源互补不仅有利于提升区域资源配置效率，

也为落实海洋空间规划中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

展目标提供了保障。

在海洋能源领域，东南亚国家广泛分布于油气

资源富集的巽他大陆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文莱等国拥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储量［13］，

而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对外部海洋能

源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双方的资源需求与开发能

力形成了互补格局。例如，2019 年中菲成立油气

合作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标志着双方首次正式

探索南海油气资源的联合开发，合作各方可基于功

能区划科学划定资源开采区域，防止无序开发，兼

顾经济收益与生态保护，提升合作效率和环境可持 

续性［14］。

在渔业资源方面，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资源禀

赋、开发能力与管理经验上具有明显的互补优势。

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因长期高强度开发呈现出衰退趋

势，亟须通过科学规划与管理实现资源恢复与可持

续利用［15］，而东南亚海域渔业资源丰富、生物多

样性高，具备进一步开发的潜力，但在资源评估、

监测与管理体系建设方面仍有提升空间［16］。因此，

双方在海洋空间规划框架下的合作，有助于发挥我

国在渔业资源监测、评估与管控方面的技术与管理

经验优势，结合东南亚国家在资源禀赋与生态保护

方面的自然条件，通过科学划定渔业作业区、强化

栖息地保护及制定合理捕捞限额，共同推动建立基

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空间布局与管理机制，促进区域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长效保育。开展跨界海洋

空间规划合作，不仅有利于推动海洋渔业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还能促进区域海洋经济的稳定增长。

综上所述，海洋能源与渔业等领域的资源互补

性，不仅奠定了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经济基

础，也为跨界海洋空间规划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契

机。规划引导下的共同开发，不仅可以提升资源

配置效率，还可以推动区域海洋治理模式创新性发

展，为实现海洋生态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双重目

标提供重要支撑。

2.3  东南亚地理区位催生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现实

需求

第一，东南亚地区是重要航道的连接纽带。东

南亚地区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界地带，是亚洲

与大洋洲之间连接的关键节点，而我国作为全球重

要的贸易大国，在海洋地理区位上与东南亚地区紧

密相连。因此，通过合作维护航道安全以及实现高

效通行，是保障双方共同利益的重要途径。通过积

极的海洋空间规划合作，可以更好地管理航道周边

海洋空间，优化港口布局，提高航道运输能力，从

而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

第二，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生态系统具备

天然连通性。这主要体现在南海海域：一方面，我

国与周边沿岸各国共享高度连通的海洋生物群落

与生物多样性资源；另一方面，南海环流驱动各

沿岸海域间的物质与资源交换，使南海形成了一个

紧密的生态整体。这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客观上

要求双方通过合作实施统一的海洋空间规划，以协

同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护海洋生态平衡。这也

为双边在海洋空间规划合作方面奠定了坚实的科学 

基础。

东南亚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全球海运贸易

与海洋生态保护的关键枢纽，并且海洋资源的流动

性要求区域国家应超越单一规划，通过合作确保航

道安全与生态平衡，这也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跨界

海洋空间规划合作提供了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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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合作愿景到现实阻力：我国与东南亚国

家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面临多维挑战

3.1 合作领域存在局限性，限制合作潜力释放

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是一个多维度、跨领域

的全球性议题，涉及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科技创

新等多个方面。总体而言，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海

洋空间规划合作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合作范围已

拓展至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技

术创新与知识共享等诸多领域。尽管双方已开展一

系列项目，但仍存在诸多局限。这些问题的症结在

于合作体系本身存在显著短板，各类问题的根源集

中于合作架构的结构性缺陷：一是合作形式较为单

一。当前合作过于依赖研讨会、论坛等对话交流机

制，缺乏更具约束力和实操性的合作模式。然而，

作为以具体问题为导向、追求实质性成果的有效手

段，项目制合作在我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实践仍相

对不足［17］。这种有效合作形式的欠缺，是导致当

前合作形式单一、难以将共识转化为共同行动的关

键原因，制约了跨界海洋合作的深度与效能。二是

合作内容未能充分涵盖前沿新兴议题。传统的跨界

海洋空间规划合作主要聚焦于资源管理和环境保

护，对海洋可再生能源、深海采矿等新兴海洋经济

活动的关注不足［18-19］。这些新兴产业对蓝色经济的

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也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长远

的影响。因此，将这些新议题纳入合作范畴，对于

实现区域海洋空间的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

3.2 跨国空间规划的规则模糊，削弱实施可行性

在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推进过程中，我

国与东南亚国家面临着规则体系不完善的现实难

题。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已提出相关国际

倡议，然而，这些倡议所具有的非约束性和普适性

特征，使其难以契合区域复杂的地缘环境和发展诉

求。从合作机制角度而言，现有的协调平台多数仅

处于对话阶段，缺乏实质性的决策权以及执行保

障，区域内的规划协调多依赖临时性磋商，难以构

建起持续且稳定的制度安排［20］。同时，利益协调

规则尚不完善，现行机制无法充分保障各利益相关

方的平等参与权，并且跨国企业以及大型开发项目

的影响力过大，致使规划方案容易背离公共利益最

大化的原则。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区域内各国对规则的理

解和接受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泰国在海洋空

间规划国际合作中表现出较高的接受度，与中国合

作先后完成了兰岛、西昌岛及春武里府等区域的海

洋空间规划编制，并致力于将合作成果转化为地方

管理的法律性文件，展现了通过深度合作提升本国

海洋治理能力的明确期待。相比之下，部分国家，

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对涉及海洋权益立场的合作

安排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倾向于采取保守的规划策

略。以印度尼西亚为例，作为群岛国家，其高度重

视国家主权完整与对自然资源控制的排他性，在跨

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中，对可能影响其国内法律适

用或资源管辖权的条款往往表现出保留态度［21］。

因此，要突破这些规则性障碍，需要构建更具包容

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体系。

3.3 治理体系存在差异，导致合作效率受限

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中的治理体系差异是一

个多维度的挑战，它涉及法律、政策、文化、经济

和社会等多个层面。这种差异可能导致跨界海洋空

间规划合作过程中的分歧、争议、矛盾和冲突，从

而影响合作的效率和效果。

其成因主要包含以下 3 个方面：其一，制度与

规则层面的不兼容。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海洋空间

规划的规则制定、资源管理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存

在差异，可能致使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冲突，出

现规划不一致的情况［22］。其二，对跨界海洋空间

规划的认知程度不同。不同国家在海洋空间规划的

实践、经验以及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

导致各国对规划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的认知

不同，进而使得各国在合作中难以达成共识，对合

作的效率与效果产生影响。其三，数据管理面临的

困境。在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工作中，不同国家在数

据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上存在差距，这可能会造成

数据不兼容、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等问题，使得跨界

合作难以实现数据的有效整合与利用，从而进一步

制约合作各方对海洋空间规划的科学决策，削弱合

作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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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进我国与东南亚国家跨界海洋空间 
规划合作的实践路径

4.1 创新跨界合作领域，挖掘合作潜力

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涵盖多领域、多形式，

既包括传统海洋产业协作，也涉及新兴海洋技术应

用。针对当前合作领域局限、新兴议题关注不足的

挑战，应通过在合作形式和合作内容上进行创新，

以实现区域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达成

互利共赢。

在合作形式上，通过开展具有示范效应的项目

制合作推动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更多领域创新开

展海洋空间规划合作。同时，应积极探索并拓展

联合研究、人员交流、技术培训、共同标准制定

等多种合作形式，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合作网

络。以问题为导向的项目制合作是海洋空间规划

跨界协作的核心路径。聚焦合作领域的共性发展

问题，有助于提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跨国海洋空

间规划协作的精准性与实效性。当前，我国与东南

亚国家在海洋防灾减灾、海洋治理与政策制定、海

洋经济特区规划、海洋环境保护与修复、蓝色经济

发展等特定领域的跨界海洋空间规划项目制合作不

多，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推进。此外，可考虑建立联

合实验室或研究中心，作为稳定的知识创新与技术

共享平台，系统推进海洋空间规划相关方法、技术

与标准的研究和应用，从而超越短期项目制合作的

局限，形成持续积累与深度互动的合作新形态。以

我国提出的“蓝色伙伴关系”倡议为例，该倡议是

推进海洋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框架，其覆盖范围包

括海洋经济开发、海洋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海洋污

染综合治理等海洋空间规划的关键领域［12］。依托

这一倡议，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可进一步深化在海洋

空间规划领域的务实合作，在上述多领域共同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助力区域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现。

在合作内容上，我国和东南亚国家在跨界的

海洋空间规划合作方面，需要顺应新的发展趋势，

突破传统意义上的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在保

护当地生态系统的前提下，考虑将海洋可再生能

源和深海采矿等新议题融合其中。以深海采矿为

例，由于全球对金属和矿物的需求增加，深海采

矿活动将在未来快速增多，但其对海洋生态系统

的影响以及可能与其他海洋活动产生的冲突存在

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

中提前部署深海采矿相关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对

此，可以从非实地项目入手，如以海底区域的信

息交流、数据整合收集为主的前期调研项目，从

而为后续合作提供必要数据、沟通渠道与互信 

基础。

4.2 设立跨界协调机构，助力解决合作问题

为应对规则体系模糊与治理体系差异带来的协

调难题，建立跨界协调机构是解决跨界海洋空间规

划中治理体系差异的有效途径。在全球化和区域

一体化的背景下，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但区域内不同国家在治理结构、政策

依据、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差异，往往成为合作的障

碍，因此，建立一个有效的跨界协调机构对于促进

合作进程、解决共同问题、协调多方利益和价值理

念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跨界协调机构能够提供一个相对中立的

平台，让各成员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和协

商，寻找共识和解决方案，以解决因治理结构差异

而产生的问题。第二，跨界协调机构可以作为一种

监督和评估机制，定期审查成员国的进展情况，以

确保各国在海洋空间规划方面的承诺得到履行。第

三，跨界协调机构可以作为一个能力建设和技术援

助的平台，提供培训、技术支持和经验分享，帮助

技术相对落后的合作伙伴国提高海洋空间规划的能

力，缩小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提升整个区域的海

洋空间规划合作水平。

此外，跨界协调机构在层级设置上可更加多样

化。从区域层级来看，诸如区域性的海洋空间规划

组织等机构，负责协调和指导区域内各国的海洋空

间规划活动；从地方层级来看，以地方性的海洋空

间规划委员会为代表，凭借对地方实际情况的了

解，确保跨界规划在地方层面的有效落实。为实现

对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长效管理，甚至可以跨越项

目本身的局限，建立起常设协调机构，这类机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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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对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进展和效果进行长期跟踪

与评估的关键职责，通过系统地收集并深入分析相

关数据，为跨界海洋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进而

提升规划的效率与效果。

4.3  制定实施可持续融资战略，提供充足财政  

资源

在中国与东南亚的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中，

稳定而高效的资金支持是实现成功合作的关键。为

了保障资金投入的有效性并确保其专用性，需构建

多元化的融资机制。例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在其

《海洋法》中设立了专门的“海洋资源和水道信托基

金”，为开发和实施跨界海洋空间规划提供必要的 

融资［23］。除了政府财政支持外，还可引入国际发

展银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以及私人投资等多个资

金来源，此类渠道不仅可提供绿色金融、可持续发

展基金等创新融资工具，也有助于减轻单一政府财

政压力，并增强国际合作基础。同时，国家间还应

探索根据各自区域特点的创新融资手段，如海洋保

护基金等，这些举措有助于为海洋空间规划提供长

期的资金保障。

为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必须明确规定资金的使

用范围。各国政府及相关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法定

手段规定资金只能用于海洋空间规划相关领域，如

海洋保护区建设、跨国合作研究及生态补偿等，同

时，需要加强预算的透明化管理以及定期公开资金

使用情况，并通过第三方审计确保资金使用合规，

防止资源浪费或资金挪用。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是

保障资金使用效果的关键。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还要有媒体和公众、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利益方以及

国际监督机构的多方监督。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有助

于提升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保证项目的公平性与合

理性；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利益方可以通过参与项目

评估和社会监督，保障资金使用不偏离生态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的初衷；在跨国合作项目中，国际监督

机构的参与有助于确保各方遵守国际标准，使资金

使用更加合规、更加可持续。

综合来看，确保资金支持对中国与东南亚跨界

海洋空间规划合作的成功至关重要，通过多元化的

融资模式、严格的资金管理措施和完善的监督体

系，可以有效保障资金的合理使用，推动区域内的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进步，为海洋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经济保障。

4.4 提供海上公共产品，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为弥合治理能力差距，提升我国在区域海洋治

理中的软实力，我国将海洋空间规划上升至国家战

略层面，成为全球范围内较早开展相关实践的国

家。2019 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统一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对包括海域在内的国土空间实施“多

规合一”与陆海统筹管理，实现了由相对独立的海

洋功能区划向全域统筹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

的转变。与此同时，一些东南亚国家正面临着海

洋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矛盾激化、海洋管理相对

粗放等问题，众多缺乏海洋空间规划能力的沿岸

国家正在寻求与他国技术合作，越来越多的国家

主动表达学习、借鉴我国海洋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

方法的诉求。由此可见，我国向国际社会提供海上

公共产品，既契合区域各国治理需求，也顺应区域

合作的发展趋势。这些海上公共产品包括但不限

于：第一，开展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发布海洋环

境状况报告，加强对合作区域内船舶及海上设施的

污染物排海、放射性污染等综合治理；第二，开展

与东南亚国家海洋空间规划政策交流与管理案例分

享，推广我国经验；第三，联合开展海洋法律、规

划、政策、技术规范等研究，开展海洋区位、资源、

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研究，开展东南亚国家蓝色经济

发展与我国发展对接研究，并推动研究成果开放共

享，为增强区域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公共产品 

支持。

5 结语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跨界海洋空间规划的合作实

践，标志着区域海洋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制度构建

的深化。本文分析表明，当前合作已进入深化发展

阶段，其面临的瓶颈不再限于技术或项目层面，更

深植于主权关切与共同管理、局部利益与区域整体

发展等根本性关系的处理中。要推动合作取得实质

性进展，未来必须致力于建立稳定、长效的治理架

构与资源保障机制，使合作成果真正转化为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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